
地 理 研 究
GEOGRAPHICAL RESEARCH

第 39 卷 第 5 期

2020 年 5 月

Vol.39, No.5

May, 202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
多元结构及形成机制

顾伟男 1,2,4，刘 慧 1,2,3，王 亮 1,2,4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2.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

室，北京 100101；3.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4.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取得显著进展。

以“一带一路”沿线 65国为研究区，运用WOS核心集合论文合作数据构建国家间科研合作矩

阵，通过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分析法，探究沿线各国2013年和2018年

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在全球尺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其

他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以外地区的合作程度。沿

线区域对全球的科研合作网络由欧洲、美国和中国“三足鼎立”骨架结构向欧洲、美国、中国、加

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密集区构成的“多边形”骨架结构转变。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

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中国、中东欧区组成的“双核发散”向“一区多点”构成的“多极化”空间

结构转变；等级结构则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层次结构，且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控制

结构呈现出由“单核心”向四周高、中间低的“多超多强”盆地型控制结构转变。③ 沿线国家的

科研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国家主体属性以及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等是沿线

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科研实力、社会邻近性的作用最大，地理距离对科研合作

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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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于 2013年提出的一个新型国际合作倡议，正获得世界上越
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积极参与，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重要平台。“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来，沿线地区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五个重点领域工作均取得实质性进展，效果显著。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根基，科技合作是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流动日益频
繁，国家间的科研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科技交流的重要途经，并催生出众多前沿领域的
科研成果，创新、知识创造以及知识合作成为产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可持续高效稳定增
长的重要推动力[1]。与此同时，东亚、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部分国家作为新兴科技力量
正在崛起，以美欧为核心的世界科研合作网络格局正在加速重构[2,3]。而“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主要位于中东欧及以上这些新兴科技力量区，并且中国、印度、新加坡、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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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成为全球新兴科技增长极，因此“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正成为全球科研合
作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制度转向”和“演化转向”的影响，学者们更是将
合作联系作为影响创新网络形成和演化的根本因素。近年来，在网络分析技术的推动
下，以知识流为主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科研合作网络已成为创新网络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4]，
科研合作网络的特征、空间属性和动态机制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科学联盟的构建，而且有
助于决策者更深入地了解地理空间在科研合作中的作用，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5,6]。
科研合作网络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专利合作网络[7]、论文合作网络[8]、著作合作网络[9]以
及研发合作网络[1,10]等，其研究内容则聚焦于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及结构演化特征，
并且倾向于确定网络行动者的中心性，以及行动者嵌入封闭或开放网络结构的程度[11]。
从国家层面出发，De Prato等以全球所有国家的专利合作网络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全球
科研合作网络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特征和小世界网络特征[12]；Nepelski等以全球 ICT研发
合作网络为研究对象，发现全球 ICT研发合作网络中不同国家的网络地位呈现出不同特
征，并且影响着不同层次网络的密度[13]。Fischer等[14]和Scherngell等[15]分别利用专利合作
数据和科学合作项目数据探究了欧盟各国科学知识流动的无标度网络特征。城市或城市
群层面，由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科学资源和技术专长，因此城市之间的互补合作对提高
知识多样性和建立更完整的知识网络具有重要作用[16,17]，更多地揭示城市在知识转移和传
播中的网络地位和等级结构变化[18-20]，或特定知识网络的空间组织形式[21]，例如城市群知
识网络的多中心性等[22,23]。除了以上尺度的科研合作网络，还有学者将科研合作网络运用
于以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为节点的组织间网络中去[24-26]，以揭示其网络组织结构特征，
使用这些特定的知识网络分析的节点，有时往往会过度发挥了“城市内部”合作的作用
[27-31]。此外，部分研究者将这些不同尺度的节点运用到特定的产业知识网络中去，以探究
产业知识网络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横向或者纵向网络结构特征[32-37]。同时，研究发现不同
尺度下的科研合作网络大部分都呈现出典型的“中心-外围”和等级层次结构特征以及高
度集聚性特征[38,39]，尤其是国家间合作网络、区域间合作网络等[15]。另外，还有学者对不
同尺度下的科研网络的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40,41]。

此外，科研合作网络结构的形成也受多种机制影响。以法国邻近动力学派（French
School of Proximity）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引出多维邻近性的概念，并对多维邻近性在网络
中的作用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地理邻近是网络形成的核心，是驱动网络形成和发展的
首要因素，地理邻近性的重要性体现在区域内根植性的增强，可为区域间知识（尤其是
隐性知识）的流动创造有利条件[42-44]，但也有学者认为地理邻近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变得越
来越弱，其他形式的邻近性或许在网络形成演化过程中逐渐取代地理邻近[45-49]。社会邻近
是制度、文化等多个邻近性的融合，使得主体之间的合作网络具有“内部化（localiza-
tion）”的特征，并且减少不确定性[50-52]，但过度的社会邻近也会使得网络内部各要素之
间缺乏灵活的互动机制，形成封闭的网络系统，并且导致过多的知识和技术溢出[53,54]。认
知邻近是指网络主体拥有相似的知识基础和技术水平[55]，尤其以专利合作为主的知识创
新网络，能够促进主体间知识的传播能力，从而带动创新网络形成类型的多样化和结构
的动态化[56,57]，然而过度的认知邻近会导致主体间知识基础的异质性降低，知识和技术锁
定风险增加[58,59]。因此，邻近性成为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重要机制。

从已有的研究看，目前国内外关于科研合作创新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专利合作
网络和论文合作网络的探讨。研究区域和对象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国家联盟内部（欧盟）、
某个国家内部、城市群、城市、企业以及特定产业之间，目前，关于“一带一路”沿线

1071



地 理 研 究 39卷

国家间科研合作网络的研究较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科研合作网络的形成过程和特
征，以及科研合作网络的形成机制，但对于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仅是对其某一特定
方面进行探索；对于形成机制的探讨也有待深化，特别是对于网络在不同时期的形成机
制的差异性研究。因此，本文以2013年和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科研论文合作数
据为基础，构建科研论文合作矩阵，运用地理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一带一
路”沿线65国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特征及变化，并且采用负二项回归分析模型探
讨科研合作网络的形成机制及其变化，旨在厘清“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的变化及其
深层次机制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文件[6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 65个国家和地

区，这65国主要位于亚洲、欧洲和非洲。为了便于分析和揭示其中的一些结论，本文参
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法[61]将“一带一路”沿线65国分成7个区域（表1）。

2.2 数据来源
Matthiessen等[19]、Li等[62]和Ma等[20]学者认为合作论文作为不同区域间研究人员科学

合作的结果，成为较为重要的知识流类型和科研合作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并且这些合作
论文的数据相比于专利数据更容易获取，成为诸多研究科研合作网络的首要选择。

由于文章聚焦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和沿线对外科研合作网络，是全球尺
度下的合作网络，因此与相关研究保持一致[20,23]，本文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集合，主
要因为：WOS核心合集数据库是世界上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数据库之一，收录较全的
SCI和SSCI期刊索引；WOS更容易获取全球尺度下的论文合作数据，具有典型性和代表
性；中国国内的知网数据库难以获取国家之间的合作数据。

从WOS核心集合数据库高级搜索里面筛选条件，输入“一带一路”沿线 65国的英
文名称，分别设置年份为 2013年和 2018年，运用爬虫技术提取 65国的论文数据。由于
存在国家名称的多样化的表示，例如，中国的数据被划分成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
门，因此合并相同国家的数据。接着，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处理筛选，步骤如下：① 剔除
重复的论文数据，以及作者为一个人或者多个人同属一个国家的论文数据；② 保留两个
及以上不同国别合作作者的论文数据；③ 对于由3个或以上不同国家作者组成的论文数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区类型
Tab. 1 Classification of count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BRI) regions

分区类型

中国

蒙俄区

中亚区

东南亚区

南亚区

西亚北非区

中东欧区

具体国家

中国

蒙古、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泰国、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东帝汶

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不丹、尼泊尔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
黎巴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卡塔、阿曼、也门、埃及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白
俄罗斯、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摩尔多瓦、黑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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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则采用两两交叉的方式，计算国家间的合作关系；④ 最后采用R语言技术根据国家
名称和合作量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合作和外部合作矩阵。
2.3 研究方法
2.3.1 GIS网络分析 借助ArcGIS软件平台，通过Network Analyst 模块构建了O-D（Ori-
gin-Destination）矩阵，进而对国家间科研合作O-D网络连接路径进行了可视化表达，采
用自然间断法对国家之间的合作联系数量进行等级划分，分为强联系、较强联系、中等
联系和弱联系。
2.3.2 图论构造网络模型 科研合作网络主要由节点和边组成，节点代表各个国家，边主
要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论文合作数量。由于科研合作网络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共同发文
量，因此本文中的论文合作网络矩阵是利用图论原理建立起来的无向加权矩阵C，矩阵C
中第n行和n列的合作论文数量值相等，也即Cn(n-1)=C(n-1)n：

C =

é

ë

ê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ú
ú

ú

ú

ú

ú
0 C12 C13 ⋯ C1( )n - 1 C1n

C21 0 C23 ⋯ C2( )n - 1 C2n

C31 C32 0 ⋯ C3( )n - 1 C3n

⋯ ⋯ ⋯ 0 ⋯ ⋯
C( )n - 1 1 C( )n - 1 2 C( )n - 1 3 ⋯ 0 C( )n - 1 n

Cn1 Cn2 Cn3 ⋯ Cn(n - 1) 0

2.3.3 强中心度模型 强中心度[63] （strength centrality）是指与网络中某个节点关联的其
他所有节点所形成边的权重总和，代表节点在网络中的联系规模。在“一带一路”科研
合作网络中代表某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科研合作论文的数量和，即代表某个国家在科
研合作网络中的合作论文数量规模。

Si = ∑
j = 1, j ≠ i

N

Cij （1）

式中：Si代表国家 i的强度中心度，即 i国与其他国家合作论文数量的总和；j代表与国家 i
合作的其他国家；N代表国家数量；Cij代表国家 i与国家 j合作论文数量。
2.3.4 度中心度模型 度中心度[64] （degree centrality）是指与某个网络节点相连的其他节
点的总个数，刻画的是网络中节点的等级结构特征、自身的交易能力和在网络中的权
力。在“一带一路”沿线科研网络中，度中心度就代表与某个国家节点产生论文合作的
国家数量，即某个国家自身的对外联系能力及在网络中的权力：

Di = ∑
j = 1, j ≠ i

N

Vij （2）

式中：Di代表国家 i的度中心度，即与 i合作国家的总数量；Vij代表两个国家间是否存在
科研合作，如果有科研合作，Vij则赋值为1，没有科研合作则赋值为0。
2.3.5 介中心度模型 介中心度[65] （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测量网络中所有最短路径中
经过该点的数量比例。网络中节点的介中心度值越大，说明其在网络中拥有更高的控制
能力。在“一带一路”科研合作网络中，节点的介中心度代表该国家在网络中的“控
制”能力，也即连接其他个体的能力，充当“知识守门员”的作用：

Bi =∑
j

N ∑
k

N Ljk(i)
Ljk

（3）

式中：Bi代表介中心度，即国家 i在整体网络中的控制能力；k代表除国家 i和国家 j之外
的其他国家；Ljk表示国家 j和 k之间的最短路径条数；Ljk(i)表示国家 j和 k之间最短路径经
过国家 i的条数。
2.3.6 负二项回归模型 Hazir等[66]和Mitzea等[67]认为网络中的节点属性（包括：节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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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属性、地位、中心度等）和节点之间的邻近性关系成为影响网络形成演化的重要因
素。因此，本文参照刘承良等[63]关于国家主体属性指标的选择和Cao等[68]关于科研合作网
络邻近性指标的选择，选取国家主体属性和国家间邻近性两个层面探究沿线各国科研合
作网络多样性结构形成的机制，具体变量及其测度方式见表 2。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国家
间科研合作论文数据，为非负整数，需要选择离散计数模型，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方差与
期望值之间差距较大，存在过度分散的现象，因此选择负二项式回归（negative binomi-
al regression）的方法来探究科研论文合作网络的机制：

Cij = α + β1Paperi + β2 Paperj + β3Ecoi + β4 Ecoj + β5FDIi + β6 FDIj + β7 Distanceij

+β8Socialproij + β9 Languageproij + δij

（4）

式中：Cij表示被解释变量，即国家 i和国家 j之间的论文合作数量；α为常数项；δij为随机
误差项；Paperi和Paperj代表国家 i和 j的发文数量；Ecoi和Ecoj代表国家 i和 j的经济发展
水平；FDIi和FDIj代表国家 i和 j的对外开放程度；Distanceij表示地理邻近性，即 i和 j之
间的距离，距离越大，地理邻近性越低；Languageproij代表语言邻近，如果 i和 j的官方
语言为相同语言，则赋值为1，否则为0；Socialproij代表社会邻近性，反映两个国家的关
系亲疏。由于本文介绍的是国家之间的科研合作网络，因此基于国家间科研论文合作强
度，借鉴Scherngell等[9]的研究，构建 Jaccard指数来代表两个国家之间的社会邻近性：

Socialproij =
Cij

Si + Sj -Cij

（5）

式中：Cij表示两个国家论文合作数量；Si和Sj分别代表 i和 j国的论文合作强度。

3 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

3.1 全球尺度下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
由于与全球其他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连线数量较密集，会掩盖网络的主要联系，因

此，剔除了科研合作论文小于500的连线。为了便于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全球
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将其他国家也进行群组分区，大致分成：美国、南美洲区、北美
洲区（除美国）、欧洲区（除“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亚洲区（除“一带一路”沿
线亚洲国家）、非洲区（除埃及）、大洋洲区。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世界其
他 122个国家间存在科研合作，有 4495条国家间科研合作连接边，总的连接度为 8990
（表 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世界各国的科研合作网络的节点数、连接边
数、总连接度都大幅增加（表3），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外科研合作的国家数量

表2 变量及其测度方式
Tab. 2 Variables and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国家主体属性

国家间邻近性

变量名称

论文合作

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

科研实力

地理邻近

社会邻近

语言邻近

测度方式

两国之间科研论文合作数量

人均GDP

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两国总发文量

各国之间的距离（CEPII数据库）

Jaccard指数，见公式（5）

各国的官方语言（CEPII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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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各国之间的科研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是，沿线国家内部合作联系占沿线国家与
全球所有国家合作的比例较低，不足30%，说明沿线国家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
以外国家合作程度。

从全球空间结构视角来看，2013年沿线所有片区与欧洲区、美国的科研往来程度较
为密切，与二者联系占总联系的比例最大，基本达到 50%及以上，蒙俄区、中东欧区、
中亚区与欧洲区的联系达到50%以上，中国与美国的联系接近40%（图1a）。从合作数量
看，合作数量最多的为中国和美国，合作数量较多的是中国与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
与美国，而除中国以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数量则处于
中等及以下水平（图 2a）。因此，2013年科研合作网络呈现出欧洲区、美国和中国三个
区构成的三角形主骨架结构。2018年沿线所有片区与欧洲区、美国的联系占比依然最
大，与二者联系占全部联系的比重达到60%及以上（图1b）。从合作数量看，合作数量多
的新增了中国和英国、澳大利亚，合作数量较多的新增了中国和加拿大、新加坡、德
国、日本、法国等（图 2b）。因此，2018 年科研合作网络呈现出以欧洲、美国、加拿
大、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密集区组成的“多边形”主体骨架结构。欧洲、北美
和澳大利亚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全球其他国家合作网络的重要节点区域，这也
符合刘承良等研究的以北美（美国、加拿大）、欧洲（英国、法国等）、东亚（中国、日
本）和澳大利亚构成的全球科研合作网络骨架结构[63]。

3.2“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
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科研网络连接边数增加，总的连接度和平均

连接度也得到提升（表3），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知识溢出明显，科研论文合作

表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内和对外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参数
Tab. 3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the BRI countries

2013年

2018年

尺度

沿线国家与世界所有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范围内

沿线国家与世界所有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范围内

国家节点数

188

65

199

65

连接边数

4495

1226

6737

1676

总连接度

8990

2452

13474

3352

平均连接度

—

37.7

—

51.6

图1 “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对外科研合作来源解析
Fig. 1 Sources of exter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 various sub-regions of the BRI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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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日益密切。选取两两国家间合作联系数量大于等于100的连接边，并结合强度中心
性值，采用Arcgis绘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科研合作网络和国家合作强度图（图3）。

2013年，网络整体联系偏弱，呈现出以中国、中东欧区为核心的发散型结构（图
3a）。具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强度中心性即与其他国家论文合作规模具有明显
的空间不均衡性，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中国具有较高的强度中心度，中东欧区少数国
家强度中心度处于中等水平。中国与东南亚区和中东欧区的联系占与沿线总联系的比重
较高，中东欧区对沿线其他地区的联系也较频繁，沿线其他区与中东欧区、中国的联系
占总联系的比重较高，西亚北非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也成为其他区对外联系中较
为重要的区域（图 4a，见第 1078页）。较强及强联系包括中国与新加坡、沙特、印度、
中东欧区的少数国家等，其他98%的联系多为中等联系和弱联系。因此，中国成为该阶
段科研合作网络中指向最密集的区域，中东欧区内部的合作网络也很密集，但都属于中
等和弱联系，该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科研合作基础较弱，合作往来次数
少，多个国家之间合作框架协议尚未达成。

2018年，网络整体联系提升，呈现出以中东欧区（波兰等）“一区”以及俄罗斯、
中国、新加坡、印度、沙特等“多点”构成的多边形骨架结构（图 3b）。具体来看，沿

图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科研合作网络
Fig. 2 Th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between the BRI countries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为GS（2016） 1667）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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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各国强度中心性格局呈现出以中国为核心，新加坡、印度、土耳其、沙特、埃及、俄
罗斯、波兰等为次核心的格局，西亚北非区、中亚区大部分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科教实
力相对不足的国家为强度中心度低值区域。中国和中东欧区在其他区对外联系中仍保持
优势，与沿线90%以上的节点产生联系，是沿线科研网络的中枢；中国成为沿线地区指
向最密集的地区，中东欧区和西亚北非区国家由于其区域整体相似的文化基础、相近的
距离对联系合作有着极强的促进作用，因而一直是科研合作网络最密集的区域，二者内
部科研合作联系占总联系的比重达到47%和35%；由于俄罗斯与中东欧区国家、独联体
国家之间传统的联系优势以及与中东地区“特殊”的关系，因而蒙俄区与西亚北非区和
中东欧区的联系也较为密切（图 4b）。中国与俄罗斯、中东欧区、西亚北非区部分国
家，中东欧区内部国家之间，中东欧区与东南亚区部分国家呈现较强联系，中等联系数
量占总联系数量的比例也提升至 23.4%，带动了整体合作氛围和“一带一路”沿线科研
合作网络密度的提升。
3.3“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的等级结构

网络的点度中心势是衡量整个网络中心化程度的指标。2013—2018 年，“一带一
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的点度中心势由0.39上升至0.63，表明整个网络具有比较明显的

图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
Fig. 3 Th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the BRI countries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为GS（2016） 1667）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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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集中的趋势，存在“中心-外围”结构。节点的度中心度是刻画该
节点在网络中自身的联系和交易能力，运用分层聚类算法，将2013年和2018年“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节点的度中心度值划分成四个等级，转换成Pajek分区文件，
将分区文件以2D格式转换并用VOSviewer打开（图5），图中节点大小代表该节点合作发
文的总量大小，连线的粗细代表两个节点之间合作论文的数量多少。从两个年份看，“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呈现出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结构，并且由以中国为
主的单核心向中国、印度两国为主的双核心转变。第一和第二等级成为“一带一路”沿
线科研合作网络的核心和次核心区，并且这些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
的主要枢纽；第三和第四等级是科研合作网络的半边缘和边缘区。

第一等级：五年间，第一等级的网络密度、平均点度和强度中心性都得以提升，并
且在网络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表4，见第1080页）。2013年主要以中国为主，处于科研
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拥有最多的合作伙伴；2018年新增了印度，两国成为“一带一
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中的最顶端，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和
领导者。中国是沿线国家中论文产出数量最高的国家，拥有着绝对的科研合作领导能力。

第二等级：五年间，第二等级网络的各项指标特征都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与第一等
级的差距较小（表4，见第1080页）。2013年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泰国，土
耳其、伊朗、以色列，波兰、捷克、俄罗斯、匈牙利以及埃及等12国；2018年包括马来

图4 “一带一路”沿线各区之间科研合作的比重
Fig. 4 The proportion of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sub-regions in the BRI countries

注：中国国家内部的合作不算国家之间的合作，因此比重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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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俄罗斯、
波兰以及埃及。五年间，第二等级的国家新增了哈萨克斯坦和沙特，印度上升至第一等

图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等级结构
Fig. 5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the BRI countries

1079



地 理 研 究 39卷

级，其他基本保持不变，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的次核心点和枢纽点，并
且这些国家成为了“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中东欧以及非洲区域
内论文产出大国及区域之间合作的领头军，相互之间联系密切，在网络中自上而下承接
核心节点和其他一般节点。

第三等级：五年来，网络密度、平均度值等各项指标值都高于网络的平均值，内部
联系也较为密切（表 4）。2013年由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塞尔维亚、克罗地
亚、新加坡、越南、沙特等 23个国家组成；2018年由捷克、匈牙利、塞尔维亚、乌克
兰、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巴勒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33个国
家组成。虽然他们之间科研论文合作往来次数和密切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对外联系多数
是与核心和次核心区域的联系，而与边缘地区的联系则较弱。

第四等级：五年来，第四等级网络的各项指标都低于网络整体的平均值（表 4）。
2013年由剩下的29个国家组成，大部分位于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2018年
由剩下的19个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零散分布于东欧、西亚等地区，总数比2013年减少，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间的合作日益密切。第四等级的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较低，或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低，或受地缘政治的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缓慢，处
在“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的边缘地区。
3.4“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的控制结构

介中心度反映的是网络中某个节点对网络整体的控制能力，即在网络中连接其他个
体的网络节点。2013年，高介中心度的国家主要是中国，俄罗斯、波兰也呈现出较高的
介中心度（表5），表明中国在2013年呈现出对网络的极高控制和中转能力，而欧洲的俄
罗斯和波兰对整体的科研网络也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其内部网络密度较
高，并且与沿线国家交流也相对频繁，而其他地区在网络中的控制能力显然不足，说明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初期国家间科研合作较弱，呈现出“单核心”的控制结构。
2018年，高介中心度的国家主要有中国、俄罗斯、波兰、印度，较高介中心度的国家有
捷克、土耳其、伊朗、马来西亚（表5），这些国家成为中东欧、东亚、南亚、西亚、东南
亚等所在地区网络的关键控制节点和“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的重要控制中心，
对内起着控制作用，对外起着联系其他区域的中介作用。而在全球科研合作网络中[63]，
中国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处于高介中心度的地位，拥有绝对的控制
能力；俄罗斯、波兰、印度、马来西处于较高介中心度地位，控制优势明显；捷克、土耳
其、伊朗的介中心度值则相对较低，控制优势不明显。整体上，“一带一路”沿线介中心度
呈现出东边是东亚高值区，西边是中东欧高值区，中间则为中亚低值区的格局，东西之
间形成“塌陷地带”，整体表现出“四周高、中间低”的“多超多强”盆地型控制结构。

从原因上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拥有绝对的科研资源，在全球科学

表4 “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等级结构的网络参数特征
Tab. 4 Network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n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the BRI countries

不同等级

整体网络

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

第四等级

国家数量

2013年

65

1

12

23

29

2018年

65

2

11

33

19

网络密度

2013年

0.59

1.00

0.85

0.67

0.39

2018年

0.81

1.00

0.95

0.83

0.47

平均点度中心性

2013年

37.7

60.0

55.5

44.9

23.9

2018年

51.6

63.0

61.0

56.3

36.7

平均强度中心性

2013年

2571.5

19402.0

6332.7

2812.0

244.0

2018年

5462.8

30041.0

11583.6

5551.7

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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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也处于前列，在全球发文量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远超过沿线其他国家。俄罗
斯、波兰等国的科研实力虽然不及中国，但是对于区域性科研合作网络有着极强的带动作
用。印度、新加坡、土耳其等科研实力在其所在片区内较为突出，并且与其他区的联系
较为密切，因而成为西亚、东南亚和西亚地区对内和对外联系的重要控制节点。此外，
中东欧区控制强点国家与南亚、东南亚的控制强点国家合作联系比较密切，并且英语在
学术交流上具有天然的文化亲近性和语言便利性，使得这些国家之间论文合作更加紧密。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结构的形成机制

采用负二项回归分析模型方法，检验了国家主体属性和国家间地理邻近性、社会邻
近性、语言邻近性与科研论文合作量的估计结果。为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首先对变
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小于5，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共线
性；其次，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采用层次回归，分层逐渐引入解释变量（模型1~
模型 2），模型 1为国家主体属性对于科研合作网络的影响，模型 2为多维邻近性对科研
合作网络的影响，最后融合所有的解释变量得到模型 3，最终解释网络结构形成机制的
以模型3为准。从模型拟合程度来看，参数均不等于0，模型拟合度较高，具有较好的解
释力。模型结果见表6。

从国家主体属性上看，以论文发表量为代表的科研能力是影响科研论文合作的重要
因素，论文合作规模与各自的科研论文产出成正比，即两国发表的科研论文越多，科研
实力越强，两国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就会越大[69,70]，例如，Laursen等[71]认为一个区域与邻
近的科研实力薄弱的区域之间科研合作较少，而是更倾向于与科研实力较强的区域之间
产生科研合作，这也验证了沿线发文强国之间呈现出高强度的合作化网络态势，这也贴
合全球科研合作网络呈现出的强强联合的态势。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两年都为正值，表明
经济发展水平越是相似的两个国家，科研合作的几率和规模就会增加[72]，但是2018年的
显著性和作用效果相比2013年的有所下降，说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许多国家的

表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节点介中心度
Tab. 5 The betweenness centrality of BRI countries in th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层级

高值

较高值

较低值

低值

2013年国家

中国

俄罗斯、波兰

印度、土耳其、捷克、伊朗、马来西亚、埃及、
巴基斯坦、泰国、以色列、新加坡、菲律宾、印
尼、沙特

阿联酋、波塞、阿曼、缅甸、越南、孟加拉、尼
泊尔、哈萨克斯坦、不丹、约旦、塞尔维亚、乌
兹别克斯坦、罗马尼亚、匈牙利、斯里兰卡、黎
巴嫩、白俄罗斯、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
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克罗地亚、卡塔尔、拉
脱维亚、吉尔吉斯斯坦、斯洛伐克、巴勒斯坦、
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文莱、蒙古、阿塞拜疆、
也门、伊拉克、马尔代夫、阿尔巴尼亚、马其
顿、柬埔寨、巴林、塔吉克斯坦、科威特、摩尔
多瓦、阿富汗、老挝、黑山、叙利亚、东帝汶、
土库曼斯坦

2018年国家

中国、印度、俄罗斯、波兰

捷克、土耳其、马来西亚、伊朗

巴基斯坦、埃及、以色列、泰国、菲律宾、新
加坡、匈牙利、阿联酋、沙特、乌克兰、斯洛
文尼亚、越南、塞尔维亚、印尼、罗马尼亚、
阿曼、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保加利亚

立陶宛、斯洛伐克、孟加拉、黎巴嫩、克罗地
亚、格鲁吉亚、斯里兰卡、爱沙尼亚、卡塔
尔、尼泊尔、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
斯坦、叙利亚、柬埔寨、马其顿、蒙古、科威
特、约旦、拉脱维亚、文莱、黑山、阿富汗、
伊拉克、缅甸、摩尔多瓦、波黑、吉尔吉斯斯
坦、巴林、阿尔巴尼亚、老挝、塔吉克斯坦、
也门、不丹、土库曼斯坦、马尔代夫、巴勒斯
坦、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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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沿线很多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力无法满足自己的科研投入、产出和对外合作
需求，为了提升自己的科研水平，与沿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合作数量明显提升，
但沿线主体的合作还是存在于相对发达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两国之间的科研合
作往来，并且两年效果和作用大小都很显著，国家的对外开放有利于获取沿线其他国家
的科学研究的进展和知识溢出，与沿线各国之间建立多样化的科研合作通道。

从国家间的多维邻近性机制来看，科研论文合作量与两国的地理距离成反比，即地
理邻近性对科研合作网络的形成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例如Hoekman等[43]认为欧洲内部尤
其是欧盟国家间的科研合作往来较为密切，网络的密度较大，合作双方更愿意寻找邻近
的科研合作对象，从而提高科研产出。但从影响的值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地理距离
对科研论文合作的负向作用逐渐减小，这与上文的分析一致，强联系大部分发生在距离
较远的两个地区，例如中国与中东欧部分国家，这是因为国家间签署的相关科研合作计
划，以及现在许多前沿或重大的研究领域需要跨区域或全球性的科研联合攻关，此外互
联网信息技术也引起了“地理距离作用的衰减”。社会邻近性对科研论文合作网络具有显
著的正向作用，沿线多国建立起了科研合作信任机制，签署多项科研合作计划，国家间
社会关系日益密切，降低了合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加科研合作的可能性并且有助
于提高科研产出，并且能够促进基于两国人才流动的社会关系的全球化，此外，Miorner
等认为社会邻近性也为科研弱国能够充分吸收科研强国的溢出知识创造了条件，成为带
动知识流动的关键动力[52]。语言邻近性对2013年的沿线地区科研合作有着一定的促进作
用，尤其是沿线中东欧、西亚、东南亚区域内部的官方语言接近或趋同，便于项目的交
流、学习、管理和创新，从而对科研合作具有促进作用；但是2018年语言邻近性对沿线
科研合作的影响开始呈现负相关，语言对科研论文合作影响逐渐减弱至负值，说明语言
已经不再是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科研合作的重要因素，这也从侧面说明沿线各
国之间相互交流的频次增加，往来程度更加密切。

表6 科研合作网络负二项回归模型
Tab. 6 The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of th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国家a科研能力

国家b科研能力

国家a经济水平

国家b经济水平

国家a对外开放程度

国家b对外开放程度

地理邻近

社会邻近

语言邻近

样本数

模型1

2013年

0.368***
（0.058）

0.252***
（0.048）

0.113***
（0.029）

0.108***
（0.027）

0.172***
（0.025）

0.182***
（0.013）

—

—

—

1226

2018年

0.403***
（0.060）

0.271***
（0.060）

0.094**
（0.023）

0.097**
（0.025）

0.188***
（0.024）

0.185***
（0.013）

—

—

—

1676

模型2

2013年

—

—

—

—

—

—

-0.093***
（0.004）

0.477***
（0.081）

0.003***
（0.003）

1226

2018年

—

—

—

—

—

—

-0.069***
（0.003）

0.495***
（0.081）

-0.006***
（0.004）

1676

模型3

2013年

0.302***
（0.050）

0.205***
（0.030）

0.109***
（0.028）

0.101***
（0.026）

0.168***
（0.024）

0.171***
（0.033）

-0.044***
（0.003）

0.457***
（0.094）

0.013***
（0.003）

1226

2018年

0.372***
（0.050）

0.213***
（0.030）

0.087**
（0.024）

0.083**
（0.025）

0.184***
（0.024）

0.165***
（0.033）

-0.028***
（0.003）

0.484***
（0.098）

-0.008***
（0.005）

1676

注：*、**和***分别表示P < 0.10、P < 0.05和P < 0.01；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性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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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集合的论文数据为基础，分别采集2013年和2018年“一

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科研论文合作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以及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一带一路”沿线65国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特征，
并分析其形成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在全球尺度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外科研合作的国家数量增多，各国之间
的科研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是，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以外其他国家的合作程
度。从全球空间结构视角来看，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全球科研合作
的网络呈现出由2013年的欧洲、美国和中国三个区构成的三角形主骨架结构，向2018年
的欧洲、北美（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新加坡）、东亚（中国、日本）、大洋洲（澳大
利亚）等多个密集区组成的“多边形”主体骨架结构转变。

（2）“一带一路”沿线65国科研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在2013年呈现出以中国、中东
欧区为核心的发散型结构，中国成为科研合作网络中指向最密集的区域，中东欧区域之
间的合作呈现出弱联系高密集的网络结构；2018年，网络整体联系提升，呈现出以“一
区”（中东欧区）以及俄罗斯、中国、新加坡、印度、沙特等“多点”构成的多边形骨架
结构，整体合作氛围和网络密度得以提升。在等级结构上，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呈现
出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结构，并且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第一和第二级组成科研
合作网络的核心及连接控制节点，第三和第四等级则是构成科研合作网络的边缘地带。
在控制结构上，沿线科研合作网络呈现出由“单核心”的控制结构向四周高、中间低的

“多超多强”的盆地型控制结构转变。
（3）沿线国家的科研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主体属性对科研合作网

络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尤其是科研实力和对外开放程度，而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减
弱。地理邻近性对科研合作网络的形成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但作用值逐渐减弱。社会邻
近性也是影响沿线科研论文合作的重要因素，对各国家科研合作具积极的促进作用。语
言邻近性对“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的影响逐渐减弱，不再成为影响“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间科研合作的重要因素。
5.2 讨论

本文的科研论文合作矩阵是采用全计数（full counting）方式，尚未能将第一作者或
者通讯作者所在国的贡献重点体现出来，忽视了不同国家在合作论文中的重要性，因此
今后的研究可以根据加权计数（weighted counting）的方法进行优化。文章采用科研论文
数据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其他例如专利合作、研发
项目合作、专著合作等等都属于科研合作的范畴，因此今后的研究有必要深化对多形式
的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及机制进行综合分析，并且针对论文、专利等不同形式的科研合
作网络的结构及机制进行对比。运用论文合作数据目前只是体现在联系数量之上，而对
于论文合作的领域今后也是研究的重点。此外，在科研合作网络的影响机制方面，今后
应加强不同尺度网络结构的形成机制对比分析，突出网络内部不同子群之间的网络联系
形成机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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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network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s

GU Weinan1, 2, 4 , LIU Hui1, 2, 3 , WANG Liang1, 2, 4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4.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emark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since 2013.
Taking the 65 count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s, hereafter called the BRI countries, as the
research areas and using the collaborated WOS core collection papers to construct the inter-
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matrix, the paper explores the multiple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h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BRI countries through the GIS spatial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t
the global scale, knowledge flow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nd the degree of
internal collaboration within BRI countries is not as close as that of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ll the sub-regions of BRI regions have the most external collaboration
links with Europe outside BRI regions.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BRI countries has changed from a "tripod" framework of Europe, USA, China to the
"polygon" framework of Europe, USA, China, Japan, Canada, Australia and other dense
regions. (2)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ollaboration network within the BRI countries is
transformed from the "dual-core" type (China and Central & Eastern Europe) to the "multipole"
type (Central & Eastern Europe, Russia, China, Singapore, India, Saudi Arabia, etc.).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presents a typical "core- periphery" pattern, the core countries of which
change from single core (China) to dual cores (China and India). In terms of control structure,
the type has changed from one superpower (China) to multi great powers including China,
India, Russia, Poland, Czech, Turkey, Malaysia and Iran, which presents a pattern of "high in
the surroundings while low in the middle". (3) The main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BRI countries depen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foreign linkage, and proximities such a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social proximity and language proximity. Among them,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social proximity play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while geographical distance gradually
weakens the hindrance to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Keywords: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multiple structure; formation mechanisms;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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